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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这是一位姓赵的老人写给一位姓梁的老人的信。五十年前，在一场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中，赵是受害者，梁是迫害者。自那以后，赵先生断送了前

程，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梁先生则循着“整人者亦挨整”的逻辑，在另一场运

动中“几乎丧命”。 

在给梁的信中，赵先生回顾那些痛苦的往事，只是为了唤醒梁先生的记忆

和良心，从梁先生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或许不是“恶人”。那么，是什么原因

使原本不是恶人的人犯下了迫害同类的罪行，以至于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

的灾难？ 

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阿伦特曾经采访对纳粹刽子手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

发现，艾希曼并非一心想作个恶人。他的症结在于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完全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经过一番调查分析之后，阿伦特得出的结论是：“这

种对现实的隔膜、这种无思想性（thoughtlessness），远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

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更能引发灾难和浩劫”。阿伦特把这种人格特征称作“平

庸的恶”。 

在梁先生的回信中我们看到了道歉，但更多的是回避和推托。为此，他提

到非个人因素，诸如运动、领导、组织、党和国家等等。他强调受害者的境遇

是“由于这是当时反右派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

的”。 



这是一个控诉者和辩护者都在引证的理据，即犯罪者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

”，他是在“执行命令”，而真正犯罪的是国家。因为每个人都是在“执行”，就连

制定命令的人也是在执行更高的命令，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或者阶级利益等

等。这一理据，最后会成为犯罪人推卸罪责的托辞。阿伦特说，希特勒梦寐以

求的就是那种不能追究个人责任的社会体制。 

这种“非人化”是双重的，罪犯既可以在国家这个抽象的字眼下逃脱，也可

以在“齿轮”这个具体的物象后溜走，最终导致有罪行而无罪人的局面。 

因此，必须将“国家”和“齿轮”还原为人，才能实现全面和有效的裁决。即：

如果犯罪人被判断为精神正常的成年人，他就能够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

责任。 

至于赵先生和梁先生的这段公案，以上的论证也成立。不同之处在于，此

案的背景是，迫害的主体至今依旧倚仗权力，回避历史责任，因此，无一个法

庭可以受理此案，也就是说，“有罪行而无罪人”的局面仍将持续，受害者仍在

面临压制。 

唯其如此，赵先生不但有追究的权利，也有追究的责任和义务。这一追究

不仅仅是因为“耿耿于怀”，而且事关人类的公正和国家的命运。正如赵先生所

说：“整人者可以不受追究，被整者不能讨还公道，这算个什么国家？” 

      

 
 

五十年后的一封信 

                                      ——致某反右执行者         赵文

滔  



 
梁××先生： 

（以前你是书记，后来你是部长，现在退了，我还是称你先生为好） 
五十年了，我们不曾谋面，真可以算得上是久违了。 
五十年前的春节前，你和那个开口就来“妈勒个 B”的王副司长用特殊形式（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把我送走，倏忽半个世纪了。时光把我们都带到了耄耋之年，想必你如今已在乐

享天伦，含饴弄孙，消闲纳福，安度余年了。 
值此新春佳节，我也给你送上一份祝福，祝你寿比南山。 
而我，做为一个受了伤的老年人，特别是有苦难经历的人，免不了要回忆，在世事纷

繁中加以梳理，重新再作认识，思想永远得检查。 
你是这段历史的一位“当事人”，如今我们都已行将就木，但愿你能回归人性，我们

共同探讨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彼此也好有个正确的认识。也算晚年的一种慰籍吧。 
（一）1956 年，我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也才一年，开展了肃反运动，你忽然把马世聪

打成“汉奸”。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团员，一夜之间就成了曾经“通敌”的要犯。接着

发动群众批斗，变相拘禁隔离。我是学生出身，没有政治运动经验，再加生性耿直，凡事

较真，当时在讨论会上说了如下一段话： 
“‘汉奸’这罪名是很重的，是一种‘通敌’行为。因此，在确定此罪名时必须十分慎重。‘汉

奸’是在日寇侵华的特定时间发生的一种犯罪行为。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后，就可以说没有‘
汉奸’了。按马世聪的年龄推算，１９４５年，他当时１０岁。一个１０岁的孩子当了‘汉奸
’，他究竟有什么具体罪行？是给日寇送过情报？还是陷害过八路军？只有拿出他的具体罪
行才能给他确定是不是‘汉奸’……” 

我的这个发言惹恼了你，把我也批斗晾晒了几个月。按规定我本该提级，也给我免了

。可你们那帮没工作成绩，搞运动积极害人者都提了级。这我才明白了用昧良心能够换来

经济、政治利益的真谛。但我的做人原则是：绝不害人。不羡慕那种利益。 
把人整了近一年，马世聪是“汉奸”吗？没有事实根据，根本就不是。 
把好端端一个年轻人说成是“通敌”的“汉奸”，肆意侮辱，政治诬陷，这对人是多

么大的精神伤害？结果错了，没有安抚，更没有道歉，不声不响把他发落到外地就算完事

了。事后你就不想想：他到外地，乃至一生背了这个曾经有“汉奸”之嫌的罪名，要承受

多大的苦难？我不知道他在“反右”、“清队”、“文革”中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我估计

，即使没打成“汉奸”，就凭档案里你们给弄的材料（我本人就领教了你们的黑材料 ）这
辈子他也安生不了。 

时过境迁，现在再认识起来，我不知道你在闲暇时回忆不回忆往事，但我无论如何也

想不通你执行的这项政策是正确的。从做人的角度说，难道你就不觉得歉疚？ 
 刘增智是我来前几年来的，他了解马世聪。后来刘和你谈起此事，你的说法是：“啊

——当时说他是‘汉奸’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后来没定他‘汉奸’也是合理的。”并

且说这叫“辩证法”。1957 年他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你就把他打成右派，发落到甘肃。
你对待此事的态度是自己错了还不许别人提及。如今我们实事求是地探讨一下，究竟马是

不是“汉奸”？不是的话，整错了，该不该承认是错了？道一声“对不起”？这可是关系

到一个年轻人一生的“政治”结论的呀。 
（二）1957年反右，大家让我根据小组讨论整理出一张大字报： 

胡闹和特权 
几个月前，黑板报揭发了杨局长一家五口，住房 300 多平米，公家还特意花了 13000

余元装修费之后，张××副部长说这叫“胡闹”。 
张副部长说的是黑板报在“胡闹”，我们说杨局长一家五口住房 300 平米，浪费 13000



余元装修费才叫做“胡闹”。杨局长为什么能这样胡闹，而且得到张副部长的同情呢？显然
这是官官相护各自的特权思想。 

在旧社会，特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愚蠢浪荡的少爷小姐，只要闹到一
个特权者的“面子”，就可以免试进入最好的学校。但是谁又会想到今天仍然还有很多类似
的怪事呢。 

1956 年，××部办公厅主任胡××的女儿没有考上大学，张副部长一封信，就免试送进
北京工业学院第九专业。遗憾的是这位小姐太不争面子，暑假大有留级的危险。如果留级
，白学一年，就等于浪费掉 12 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所得。说起来这种事还多得很，诸如，谭
×的儿子，彭××的儿子，薄××的女儿，不都是靠面子入学的吗？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我们接受了这种上级交给的特殊任务的时候，如果稍稍流露出
一点不满情绪，领导还会指责你“固执”、“不好领导”、“不服从领导”……让我们蒙受一种莫
名其妙的冤屈。 

看来“特权”可以代替真理，这才叫“胡闹”！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危害很大，特权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愿在这次

整风中能真正整掉特权思想，不许特权者再“胡闹”。 
实际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刘××讲的。我调来不久，这些事我根本都不知道

。我是根据小组会上他们的意见整理的。整理完，小组讨论修改后才定稿的。责任本不应

该由我一人承担。但大字报是我执笔的，这就已经误入了白虎堂，在那种情况下，不承担

也得承担。最让人费解的是，你们胡乱编了一个荒唐理由，就把王宝善的团支部书记给“

撤”了，立刻打成了右派。王是党员，聪明能干，竟然把那个“放”的最多的刘××委以

重任，火线上任，反倒当了团支部书记。这其中究竟是什么道理？我至今搞不明白。 
在整风座谈会上，杨××的发言比谁也不少，而且激烈程度比谁也高昂，等到反右一

开始，他成了掌握反右的中心人物。这划右实际上是因人而定，并非按言论而定。这是实

事求是吗？是不是其中也有一定的帮派性？ 
（三）后来，赵××部长的秘书刘×到办公室找我，谈起部党组刚处理完××局长的事

，他认为太不公道。此时，领导干部科科长盖剑英也来了。一群人议论写一张大字报。本

来是让刘×写的，刘说部长给他布置的事太多，实在忙不过来，又推给我写。于是写了这

一张： 
 

呼吁部长维护国法 
绰号“西门庆”的×局副局长××，干了一连串诱奸、通奸的犯罪勾当之后，竟然逍遥法外

，对这件事谁不气愤？ 
奇怪的是，王×助理却挺身而出，给这个罪犯作辩护律师。说什么：“在国外愿意和谁

搞就和谁搞！”“中国是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才不那么随便。”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甚至无理
地给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扣了一顶帽子——“你的思想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 

“外国”不知道王×指的是哪个国家？如果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乱搞男女关系，除了少数
荒淫无耻之徒外，正直的人们是会同声谴责的；如果是指社会主义家，那简直是污蔑。把
新中国、党所维护的共产主义道德说成是“因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更是天大的污蔑。 

身为党委委员兼干部司司长的王×，对那种“封建思想的影响”大概是深恶痛绝的，但是
，他又念念不忘另一种封建思想——“刑不上大夫”，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因此，在
这位辩护律师的庇护下，象××等不少犯罪分子才得以逍遥法外。 

犯错误就应该受到处分。比如教育司的某科员，因为流氓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
分，行政司某科员，不但被开除了团籍，还被判了徒刑。这是维护共产主义道德，对犯错
误的同志进行教育的公正处理。然而有的领导干部犯了加倍的错误，还是一贯的，却只给



了似乎起点缀作用的轻微处分，这说明有些人是受到王×的庇护，同时也不能不令人怀疑
，参与研究过这类问题的大部分党委委员跟王×有着同样的思想。 

我们呼吁部长、副部长以共产党员的党性来维护共产主义道德，维护党纪，维护国家
法制的尊严。 

按理说，这张大字报的实际情况只有刘×和盖剑英知道，其余人等都不知道。结果刘

×当然赵部长保了他。后来，作为首先组织谈此事的他，几十年后，落了个从国防科工委

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退休。我、王宝善、盖剑英为了这张大字报，三人则全都被打成右派

，失掉了正常工作的条件，被整了几十年。这让我们说什么是好呢？ 
（四）1978 年，中共中央落实对“右派”的“改正”政策，承认“扩大化”了百分之

九十九点九九（薄一波语）。共产党承认“扩大化”错了，毋庸讳言，实际上是毛泽东错了

。难道基层执行者就没问题？我看基层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时候你来信说：“当时我不主张打你右派，是他们要那样做。”他们是谁？谁又是他们

？听起来你这话真有点好笑。又好像你在说：“啊——，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改正

’也还是合理的。”这就叫“辩证法”。 
78 年，落实中共中央对右派的改正政策，那时候我的新单位政工科的人才告诉我：“

当初，二机部开除你送劳动教养还真费了点事啊。第一次报送公安局，公安局以‘此人不

够条件’为由打回去了。第二次又送，又以‘不符合政策规定’打回。第三次二机部坚持

非送不可，公安局才收下来。”我很奇怪，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些档案里

有。”那应该说此话不假。 
我就想不通，你们怎么连一点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没有？你就那么仇恨我？我们之

间难道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何以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你用整我、王宝善、刘增智换来点什么？无非是升一级，加点工资，可是良心呢？刚

调来司里，还没有正式做工作的邓启仕、邹志勇也打成了右派。（邹 79年落实“改正”政
策时，已经 50开外了，他找到的妻子肯定已过了生育年龄，你知道你们给他的实际处分是
“断子绝孙”吗？）你们给这些人的亲属、朋友发了多少编造的陷害信？你们给天津大学发

信，诬陷我妻子田滨去看我正上大学的弟弟，“后面公安局尾随，听不清他们说了些什么

，”胡编得和反特小说一样，诬陷他们有反革命活动（你怎么知道我妻子去天津看我弟弟？

那就是偷拆偷看我弟给我的来信。你说，你们怎么净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难道你们这做

法不像“特务”？现在让别人听了真不知道该说你们什么好）。我妻子不是右派，为什么不

能看望我弟？我弟解放时才小学毕业，与你们素不相识，为什么也想置他于死地？也许你

会说：“搞运动嘛！”你那可是偷偷摸摸写的黑信。搞运动应该放在桌面上，怎么能写黑

信？黑材料塞在他的档案里，整整让我弟弟在不知情中，背了 18年“有不清楚的问题”罪
名。一直到 1978年，他们领导实在看不过，才告诉他档案中有份黑材料，并且说：“这材
料实质是诬陷，公安局要尾随根本不会告诉他们，天大当初没有核实就不该编入档案。”

最后和五机部交涉，才从他的档案中，通过组织手续撤销了这份黑材料。严格地说，你这

是百分之百的犯罪行为！干了如此缺德的勾当以后，78 年我写信问你，你说不是你干的，
还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瞎诈唬”。什么叫“瞎诈唬”？谁干的这“瞎诈唬”？害人一辈

子，那叫“瞎诈唬”？你怎么把害人就不当回事呢？ 
干部下放本来不包括教师，你们写了黑材料，把和我的右派问题毫不相干的姐姐下放

农村，她供养的老母也只好下放农村。农村的老乡说：“哪能把 85岁、双目白内障、和瞎
子差不多的老太太也给我们送来，谁干的这事？他妈的，缺德不缺德？” 

古代有所谓“满门抄斩”，现代文明不允许那么干了，但你们这做法与之相比岂不是

异曲同工？这符合政策吗？ 
不管有多大的错误，只要有所认识就好。 



我和王宝善历经了 20多年的苦难，几乎丢掉了性命。这些就不提了。 
陈金耀其实工作上还是有能力的，他比我来得早，而且已经在司里工作了五、六年，

就因为他说了那张大字报是刘增智写的，不是我写的，找陈的毛病不好找，你就联系他妻

子的单位，说：“她家香港有亲戚，属不可靠分子，不宜在部里工作。”把他们夫妻调往

江西。广东人香港有亲戚的多的是，难道都是不可靠分子？香港人都是特务？听说你后来

荣任统战部长，难道你能把统战对象都当特务？把港、澳同胞都当成特嫌，我就不知道你

后来那统战工作是怎么做的。 
司里一共 31——32 人，打了 6 个右派。大大超过了毛泽东主席规定的 10%，达到了

18.75%的高水平。估计你后来为此功劳也许连连高升，二机部要不撤销，你还不弄个副部
长当当？难道你这样做，为的就是这个？人总要有做人的道德品质，用这种方式换来的官

阶，恐怕也不好向自己的夫人、儿女提起吧？我们都已成了耄耋老人，难道不考虑给子孙

后代留下些什么道德精神方面的东西吗？很难想象你平时是怎样教育你的儿女的，教育他

们如何做人的。孩子是单纯的，他们纯真的心灵一旦知道做父亲的对待别人竟是如此这般

，他们又会怎样去想？我见过你的大孩子，那时候他还正上小学，看得出来，是一个老实

忠厚的孩子，性格像你的夫人。 
你狠下毒手，把我们打成右派，实际上我们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把学校当

成自己家开的，想送谁上大学就送，有权的都这样干行吗？这不就乱了套了？还考试干嘛

？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就是现在来说，党的政策允许这样干吗？对个别人的特权思想提出

意见，怎么就是反党？这扯得上关系吗？乱搞了 20多个女人，不处分，不许提意见，提意
见就是反党？当头儿的都这么干行吗？社会还要不要道德、法纪来约束和管理？说张×搞

女人的事，怎么也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挂上了钩？你们这不是“乱弹琴”是什么？（这里说一

句多余的话：当初如果能正确处理，何至于发展到大量“包二奶”、“包百奶”这种腐败

现象？）把“提意见”楞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实际上那不都是你操纵“捏咕”的吗？二十

一年后，由党中央承认是搞错了，所以才给我们作了“改正”。这是党中央的政策。那么

你在这个运动中作了些什么？你执行的政策有没有问题？你对我们五个人的处理作了怎样

的认识？都是共产党、毛泽东干的？和你没关系？ 
列宁说过：“世界上不犯错误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婴儿，一是死人。”错误，过左，

狠毒处理同事，应不应该重新认识？你在工作中，向来是：“当时那么处理是合适的；现

在再做这样的解释也是合理的。”反正你是永远正确，没有不对的时候，反过来有理，倒

过去也有理，你比共产党、毛泽东还正确！现在大家都成耄耋老叟了，难道还要抱住一贯

奉行的“文过饰非”的错误思想至老不化？ 
承认错误才是提高认识的前提，一个人到老年，能虚心，能反省，能理智，能面对实

际，能承认对错，才是体验其道德修养的关键。 
做为我个人，回首一生，可以说虚掷青春，枉度年华，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碌碌无

为了一生，心中自是万分惭愧！然而却没有干过那些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命

断中年的缺德事，这也是一份慰籍。 
如今国家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希望我们思想认识方面也能有所提高

，在此基础上的精神也能舒畅。 
即此   顺祝 

春节快乐  健康长寿 
                                                  赵文滔 1/2/08 

附一 
复信 



赵文滔先生： 

收到你的信，晚了几天。我无法回答你提出的许多问题和意见。我只能就我把你打成

右派，送公安局劳教问题答复如下： 
这是我为主干的，给你造成苦难的一生，这是我的罪过。向你赔礼道歉。由于这是当

时反右派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的。当时我们怀疑你和山

西反动派有联系，并没有找到真凭实据。有些情况也许你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多月，我被

派去参加部属西安工厂、学校的反右派工作组。我回来时，部教育司的反右斗争基本结束

，进入宣布处理阶段，司领导让我出面宣布处理（因为我是教育司的支部书记）。所以有些

细节，我也不太清楚。你有何意见和问题，请通过组织向我提出，以示正（郑）重。 
此外关于马世聪的汉奸问题，是指他是汉奸家的子弟，不能当国家干部，这种看法也

是错误的。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 
以上都是我在后来党和国家对反右派运动纠偏的工作中认识到的，我内心感到愧疚。  

             
                                                        梁××2008，2 月 21 日 

 

附二 
与通信有关的故事 

 
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泰戈尔 
1978 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时，弟弟突然从宁夏银川来了。往常

他来之前，总会先写信或者打电话，这一次我感到有点意外。据他说是来“落实政策”。 
弟弟 1936年出生，1955年考入天津大学机械系。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被打成

了“右派”，根据一贯的株连做法，他必然受到政治歧视。1960 年毕业，尽管毕业前北京
有单位要他，但既已成了右派的弟弟，自然要半明半暗地惩处，于是被分配到偏远艰苦的

大西北——宁夏工学院去教书。这个学校估计是大跃进的产物，对付了没有两年就“下马

”了，他又给分配到拖拉机配件厂。  
一直捱到“落实政策”的 1978年，在宁夏整整工作了十八年的弟弟，属于解决“两地

分居”的“照顾”之列（他的妻子在苏州工作），单位和江苏省人事厅及几个单位联系，帮

助他和妻子团聚。 
联系的公函发去，说明他是 1960年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对方立即表示要人，但再把

档案寄去，却又回信说“不好安排”。一连联系了几个单位都是如此。弟弟心中好生纳闷

：哥哥的右派已经改正了，这株连还要到几时？ 
他们厂长和他关系不错，有一天，终于说明了底细： 
“老赵，你看这联系的结果实在使人失望。其实，说到底就是你档案里有一份属于‘

未查清的问题’的材料。关于档案制度和规定可能你不太清楚。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只要

已经查清楚就好办，就怕有没查清的问题，悬在那里。 
这是一份什么材料呢？是盖着‘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支部’印章，发给天津大

学的信，内容是：……我司工作人员赵文滔系反革命分子，×月×日其妻田滨曾去你校看望
赵弟赵文浩。当时我公安人员尾随田到你校，因为距离不便太近，他们谈了些什么未听清
楚，希望你们对赵文浩严加注意…… 

我们曾经仔细研究过这份材料，虽然它把情况说得如同反特小说，实际上没有真实内

容，可以说是一封诬陷信。第一，我们正式通过组织关系调查了你哥的情况，他不是‘反



革命’，是右派，61年就摘了帽子，72年已经转为正式职工，现在又落实了改正政策，完
全不是这封信所说的情况。第二，你嫂不是右派，也不是反革命。她去天津大学看你，完

全是正常亲属看望，不可能有公安尾随。再说即使公安部门尾随，也不会告诉二机部教育

司支部。第三，这份文件的发出不符合规定。按照文件往来的规定，二机部对外发文，只

能用‘第二机械工业部’或者‘第二机械工业部党委’的名义。‘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

育司支部’只能在部系统内部作为发文单位。二机部 1959年已经撤销，对于这封信的调查
就很困难。第四，按道理，天津大学收到这份材料，应该调查核实，核实清楚再入档。结

果天津大学没有核实就装进了档案。我们调查清楚这是一份有问题的材料，但人事档案制

度有规定，有问题的材料必须原提供单位撤出，其他单位不能撤出。现在国务院有文件规

定，凡原二机部的遗留问题，由五机部负责办理。我看调动工作的事先停下来，你先找五

机部，看他们是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再研究。” 
弟弟听得目瞪口呆，怎么自己竟成了特务活动的嫌疑人？没别的办法，他只好按照他

们厂长的意见，带着介绍信到北京找五机部来了。 
这就是他到北京“落实政策”的原委。 
弟弟去找了五机部，干部司的人经过研究，认为这封信属于“不实之词”，决定从档

案中撤掉。几经周折，弟弟最终拿到了调令。 
那么，这份材料怎么来的呢？我分析，只有两个人可能是编造者，一个是当时的支部

书记梁××，一个是组织委员杨××。因为“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教育司支部”这枚章，

只能由书记或组织委员保管，其他党员都不可能使用。书记梁××整人狠，既然把我打成

右派，自然就要狠到底。或者是杨××，他心胸狭窄，将近 40岁了还没有结婚，上班没事
串办公室，对年轻女同事动手动脚，那些女同事都想入党，谁敢得罪组织委员？我上班比

较严肃，往往我一进办公室，他们就散开了。有一次我对人说：“这算不算猥亵？”（这说

法不准确，当时还没有“性骚扰”一说）。后来他知道我的评论，自然怀恨在心，他也可能

作出这一害人的事。可诬陷者怎么会知道我妻子去天津看望我弟弟的呢？必然是偷偷拆看

了我弟的来信。这两个嫌疑人都是党员，可谁又会想到特殊材料也能制造出这种玩意儿来

？ 
想想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为害国家社会，有害共产党的事，为什么要这样收拾我们？几

乎要害我们一生？气愤之下，我把在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的老同学找来，向他请教能不能

“诉诸法律”。 
经过他详细分析，我感到十分失望。他说：“首先，法庭不可能接受这项控告。历史

上还没有告共产党员利用党的名义害人的案例。你想想，法院也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可能

立案受理？其次，法院讲证据，你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不要说法院，就是由‘组织’

去问这两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承认。你们能提供什么证据，使得他们无可辩驳，无法抵赖

，证明就是他们干的？现在的情况是：从道理上说，他们有极大可能，但他们完全可以不

承认，完全可以赖掉，你们怎么办？法庭又能怎么办？再说，这两个人还很得势，就算你

们不向法院控告，向他们所在单位的组织去告，他们那个组织也必然会替他们说话。他们

要不承认，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们要‘公平’，实在说，社会上本没有什么公平。刘少奇

、彭德怀等人怎么样？不也给他们扣上种种罪名？最后，折腾死人给你平反已经是很好的

了。你们这问题，现在把‘不实之词’给你撤了也就完了。你们要通过法律追究责任人，

那不可能。至于责任由谁来负？没有人负责。你能把他们怎么样？六十年代饿死 3000多万
人，有谁负过责任？全国有多少冤、假、错案？比你们冤的有多少？你们要告党的负责干

部，弄不好再带来麻烦怎么办？再说了，你们又没有后台，我看还是认点倒霉就算完了，

别再惹麻烦了……” 
谈了一个下午，我只好失望地把老同学送走。 



退休之后，每每和弟弟谈起这一生我给他带来的麻烦时，总是郁郁于心。到了 1998年
，我忍不住给梁××写了一封信，质问他：……我究竟和你是有杀父之仇，还是有夺妻之

恨？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担任着支部书记，怎么能干出这种诬陷害人的卑鄙勾当？你

为什么要对我无辜的弟弟下此毒手？…… 
过了些天，他还真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所提教育司党支部给天津大学的信，我

一点印象也没有，连你弟弟在天津大学读书一事，也没有印象。我绝非推卸责任。你弟弟
的名字我可能忘记，但你弟弟在天津大学读书这件事，在我脑子里也没一点印象。……关
于你和你弟弟遭受的不幸，不应该责怪下边工作人员，主要是具体领导的问题。这就是为
什么要平反、昭雪。对于教育司党支部给天津大学写的那封信，我虽然毫无印象，但我愿
意对此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提请你考虑。首先，我认为这封信是错误的，第一，没有定
性，随意说你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二，说我公安人员尾随监视，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纯属幼稚可笑，瞎诈唬。但是，不能认为这封信是百分之百的诬陷信。它确实在客观上起
到了很坏的诬陷作用，特别是使你弟弟蒙受了不白之冤，吃了十几年苦头。……这就是反
右派斗争中发生的种种偏差，失误。党内有些老革命也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有的遭受（遇
）也很惨。这都是历史教训，现在党都作了总结，该平反昭雪的，都平反昭雪了。我说这些
，就是请你们谅解，不要耿耿于怀。诚如你所说俗话：“人到老年，其心应善”。我坦诚地
告诉你：我被开除过党籍，我也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专
了四年的政，有两次几乎丧命。然而，我从不怨天尤人。希共勉…… 

然而，我还是不能“谅解”，不能不“耿耿于怀”。各有各的账。一个国家，整人者

可以不受追究，被整者不能讨还公道，这算个什么国家？                        （赵文
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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